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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在公共危机应对和突发事件处置过程

中，公众应急行为和舆情演化机理是提升全社会应急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公共安全治理效果的关

键要素。本专题聚焦公众个体应急行为和舆情影响力评价等内容，刊发了两篇文章：其一，针对公共危

机情境下产生的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具体类型、解释理论和形塑机制进行系统综述，并在现有研究基础

上将其干预方式归纳为信息提供、物资供给、信任建构和行为引导四种具体途径，为提高公共危机应对

效能提供政策支撑；其二，选取 2022 年 1—9 月发生的 40 个典型突发事件，运用 VIKOR 法对其舆情影

响力进行评价，并使用因子分析法探讨其主要驱动因素，为提升突发事件舆情处置能力提供理论借鉴和

决策支持。希望上述研究能够为学术研究和实践部门提供启发性思考，并对相关问题的深层机理进行

关注与讨论，为推动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
——詹承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公共危机中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研究：

具体类型、理论解释与形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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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内对于公共危机中的个体行为研究更加关注，此类研究也呈现出政治学、管理学、社会

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因此，针对公共危机情境下产生的公众应急行为的具体类型、解释

理论和形塑机制来进行系统的综述研究。研究发现：公众作为公共危机情境和具体制度环境中的亲历者，在

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类型的应急行为，如避难行为、利他行为、信息行为、恐慌行为、越轨行为

等；而公众对外界情境的变化适应、对危机情形的理解认知、对影响情绪变化的风险感知，这三种研究视角

均可以为个体应急行为提供一定的解释和理论支撑。此外，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提出个体应急行为的形塑框

架，即客观环境与行为主体原始的静态差异以及后续的动态发展，是影响公众应急行为产生和行为演化的主

要因素，而信息提供、物资供给、信任建构和行为引导是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对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主要干

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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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behavior in public

crises, and such stud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management, sociology, psy-

ch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pecific types, explanatory theo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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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mechanisms of public emergency behavior in public crises, and finds that the public, as the witnesses to pub-

lic crises in specif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produces a variety of emergency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public crises,

such as refuge behavior, altruistic behavior, information behavior, panic behavior and deviant behavior. The public’s

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external situation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ses,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risks that can

affect  emotional  changes,  can  all  provide  some explanation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mergence  of  individual

emergency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paper formulates the shaping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emergency behavior by re-

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finds that the original st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and the

behavior subject, and the subsequent dynamic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mergence and evolu-

tion of public emergency behavior. The major intervention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help shape individual emergen-

cy behavior are information provision, material supply, trust building, and behavior guidance.

Keywords: public  crisis； emergency  management； type  of  emergency  behavior； emergency  behavior  intervention；

shaping framework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已有研究对于公共危机之下的个体行

为日益关注，强调人们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调适行为

来适应各类灾害和危机事件 [1]。范维澄院士曾提

出，应急心理与应急行为问题，是应急管理基础研究

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五大关键科学问题之一[2]。而

关于个体应急行为的相关研究，正是应急管理学与

行为心理学的交叉学科中的重要研究问题。此外，

在真实的危机事件与灾害事件中，社会公众的应急

行为确实对灾害的防范与应对至关重要。然而，危

机情境往往不同于常态化情境，具有紧迫性、多变性

和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危机下的个体行为逻辑也往

往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例如：在公共卫生事件中，

政府官员“瞒而不报”和“吹哨警示”甚至“过度应

急”的行为，体现的正是其不同的应急行为逻辑[3-4]；

而公众个体在风险规避时的“不以为意”和“过度防

御”的行为，也凸显了其不同的应急行为模式[5]90-96。

但是，国内对于应急状态下个体行为的研究仍然缺

乏系统的理解和梳理。个体可大致分为行政官员和

公众个体两类，笔者仅关注不占据和行使公共权力、

处于公共组织之外的公众个体及其更为普遍化的应

急行为逻辑。其中，相较于公众普遍化“经济人”的

设定，“行政人”还融合了“公共人”的特征，是指

“具有行政身份‘符号’并承载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

的活动主体” [6]。而公众的身份是基于“政府−公
众”的二维划分而存在的，他们既是公共服务的对象

亦是合作生产者。在公共危机之中，公众既是突发

事件的亲历者、政府救援的对象，也是应急行动的合

作供应者。在风险社会以及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背景下，对于中国公众应急行为的研究需要更加深

入。中国危机应对需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靠人民”，这是将“群众路线”融入公共危机科学应

对过程的体现[7]。因而，在中国场景下的应急行为

研究有着本土化的价值内涵和重要现实意义。

公共危机被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

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

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景下，需要由以政府

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

件”[8]。公共危机的产生一般伴随着突发事件的出

现，有学者认为，突发事件会将隐藏的社会风险诱导

至显化状态，造成对社会运作的系统性干扰[9]。这

是将公共危机与突发事件视为一种“承继”或“表

里”的关系。官方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0]。而笔者所关注的是那些严

重程度较高，会造成公共危机的突发公共事件。在

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需要更好地引导公众行为并

减少公共危机的负面冲击。但是，只有在对应急行

为这个议题有深入且全面的理解后，政府才能更好

地实施公众行为干预政策。近年来，行为科学视角

的加入使得应急行为的塑造与干预成为可能，不同

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呼吁利用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来

支撑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制定，至今该文被引超过

4 000次[11]。此外，对于应急行为的干预研究是应急

行为领域新的文献增长点，也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和

梳理[12]25-34。现阶段，各国政府已经基于危机情境下

个体行为规律陆续实施相关行为干预政策。新冠疫

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还成立了一个行为洞察和健

康科学技术咨询小组，作为辅助抗击新冠疫情的一

项新举措[13]。

从已有研究来看，现阶段公共危机中的行为治

理已经逐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并有其学术渊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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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属性来看，西方应急管理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流

派，其中之一就是灾害行为学派 [14]99-105，其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承继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主要特

征为注重田野调查。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是克兰特

利，他最早关注冷战时期核危机下的集体行为，后期

则扩展至灾害中的社会行为[15]。而在 1984年，特拉

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历时 5年形成了一份关于灾后

个体紧急行为的报告，并递交至美国联邦应急管理

局，该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对灾害中突发现象的特

征，特别是应急行为的了解还不够。”[16] 从发展历

史来看，有学者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发展具体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17]：一是缘起于 20世纪 40年代的灾

害社会学视角阶段；二是 20世纪 60年代的灾害地理

学及社会心理学视角阶段，秋元律郎认为，该阶段的

研究主要以受灾者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模式作为核心

课题[18]；三是自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由于政治经济

学等因素的介入而形成的以灾害生成等为视角的阶

段。由此说明，应急行为研究一直是多学科关注的

重点，同时形成了众多较为成熟的议题与观点，这也

是值得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的。

总的来说，应急行为是公共危机治理中需要关

注的重点，把握个体行为规律是更好地进行危机响

应、降低危机损害的有效途径，但是已有研究却鲜有

关注应急管理中行为治理这一脉文献并对其进行梳

理。而目前关于应急行为亟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如

下：一是公共危机中公众的应急行为有哪些？二是

理解这些行为的理论视角是什么？三是这些应对行

为是如何产生、互动和演变的，政府又应该如何进行

干预？显然，现有零散、单一的研究无法作出回答，

而应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和梳理，寻找其间的脉

络。因此，笔者拟聚焦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公众应急

行为，分别总结公共危机中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具

体类型，系统梳理解读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理论基

础和具体视角，进而搭建出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形

塑框架，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评述和展望，以期能够

推动该议题更进一步发展。 

二、理论基础

在公共危机应对中，公众有其特定的应急行为

模式并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更多

地关注是什么产生并促进了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出

现。而在公共危机情境下公众个体规范或失范行为

如何产生及其产生机制的逻辑链条是什么，都需要

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来进行解读和透析。在行为产

生方面，刺激机体反应 （stimulus  organism response，
SOR）模型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该模型认为，外界环

境刺激是个体产生情绪反应（意识）的前提，其情绪

反应（意识）会进一步导致个体行为的产生[19]。因

而，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情境—情形—

情绪”的应急行为产生的结构化理论视角。首先，情

境都是行为产生的重要前置条件；其次，在该特殊情

境下，公众需依靠自身的认知系统对事件情形进行

解码和判断；最后，诸多信息的涌入与加工将会引发

公众个体的情绪反应，情境等多个层面的作用因素

共同促成应急行为的产生。应急行为理论视角示意

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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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急行为理论视角示意图
  

（ 一 ） 情境：变化适应视角

情境是影响公众行为的重要客观因素，也是理

解和引导公众行为的不可忽视的前提。总的来说，

公众个体对自然界存在适应关系，公众个体的主观

能动性促使其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具体出现的

应急行为便是对公共危机适应或调适的表现[5]90-96。

例如，公共危机情境的典型特征是高强度的时间压

力和信息的严重缺乏，两者均可能导致不当的公众

个体行为决策，产生潜在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公共

危机的类型是导致不同行动情境的关键，它会显著

影响公众的集体反应，如在“团结型”危机①或“合

意型”危机之中（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一般

很少发生与掠夺、暴动相联系的“越轨行为”，此时

公众大多能够与邻居相互协助，共克危机[20]；另一方

面，公共危机的紧急程度、严重程度、事件类型也是

导致公众个体行为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此外，相关

研究还提出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该理论指明，

不同情境下公众的信息传播行为有所不同。当前，

已有学者将该理论应用于公共危机情境之中，发现

该理论在公共危机情境下同样具有适用性，并将个

体的健康意识变量引入模型，从而对该理论模型进

行了完善[21]。

公共危机事件高危的特殊属性，导致其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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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时实地调研具有一定的限制性。目前，情境仿

真已逐步成为公共危机应对行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它可以根据不同危机情境条件和行为逻辑链条，

模拟具体危机情境下的公众个体应对行为、预测其

产生的影响、观察危机情境中公众个体的行为演化

规律[22]19-31，并评估其对危机治理产生的效果。首

先，情境仿真可以模拟公共危机不同情境下公众个

体的应急决策行为。有学者认为，在公众个体应急

决策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应该重视情境的范式，寻求

复杂变化的情境与决策行为变化之间的交互机理，

以揭示“情景—权变”范式的基本逻辑[23]。其次，情

境仿真可以模拟具体情境，以预测公众个体的行为

及其演化规律。例如：有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

模拟了埃博拉病毒防控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环境

因素、公众注意力感知对应急行为的影响[24]；也有

研究聚焦公共紧急状况下人群的应急行为（如疏散

行为）的变化发展规律[25]。最后，情境仿真可以评估

不同情境下的行动产生的效果。例如，有研究模拟

新冠疫情中政府的干预行动和公众的风险规避行

动，并评估其对疫情应对成效的影响[26]。 

（ 二 ） 情形：个体认知视角

除了外在的客观情境外，个体自身如何对公共

危机的具体情形进行认知和解读，也是造成公众个

体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具体情形的内在

认知可以直接驱动公众个体行为，而情绪则主要通

过调节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来影响公众个体行

为，认知与情绪二者相互联系且共同作用于行为[27]。

目前，认知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以下研究。

首先，理性人假设在解释个体行为时较为常

见。所谓理性，就如曼瑟尔  •  奥尔森指出的那样，当

一个人使用“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

标”，则这一行为就是理性的[28]。理性主要表现在

两个维度上：一是个体的行动是指向目标的；二是行

动的收益是需要大于成本的，不然公众个体是不会

采取行动的。在理性行为方面 ，计划行为理论

（planned behavior theory）、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
lief model）、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保护性行动决策模型（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 mo-
del）等在解释公共危机中的公众个体行为时运用得

也十分广泛。这些用于解释理性行为的模型关注公

众个体的动机和信息，行为被预设为公众个体在意

志控制下的活动，认为公众个体倾向按照能够使自

己获得有利的结果并且也能够符合他人期望的方式

来行为，感知、态度和行为意向是上述理性行为相关

理论的核心心理变量。理性行为相关理论尽管被广

泛运用于一般社会行为，但是也有边界。当行为的

执行需要资源、技能等其他前提条件时，那么理论的

预测能力将会被大大削弱[29]。实际上，公众个体并非

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人”。

其次，有限理性亦是部分理论推演的基础假

设。揭示公众个体有限理性较为经典的理论是双系

统理论（dual-process theory）。所谓双系统理论，是指

大脑有两种不同的认知系统：一种是直观、快速、毫

不费力和情绪化的系统，也称为直觉系统；另一种是

合理的、缓慢的、受控制的和有规则的系统，也称为

深思系统[30]。现有研究借助双系统信息加工理论框

架来探讨公众危机传播行为的相关边界条件及其决

策过程[31]。因而，除了上述深思系统的理性行为外，

基于直觉认知系统，其他经典的理论，如补偿性控制

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亦能提供分析的视

角和思路。补偿性控制理论指出，人们在控制感缺

乏时不会任由自己的焦虑愈演愈烈；相反，人们会寻

求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往往是无意识的），而这种补

偿的核心在于秩序需求[32]。其他经典理论还包括社

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前景理论（pros-
pect  theory）、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等。当然，行为亦会反作用于认知，如有时这种信息

搜集与加工的行为会使得公众个体的消极反应和消

极情绪更加强烈，这皆反映出公共危机下公众个体

的行动与认知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 三 ） 情绪：风险感知视角

人们在危机中的情绪多种多样，而公共危机中

的情绪体验影响着人们在危机之中的不同行为。其

中，恐惧与焦虑是人进行风险规避的动力之一，因而

风险感知的这一概念应用广泛。根据 Slovic的定

义，风险感知是一个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

直觉判断的概念[33]，它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适当的风险感知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更恰当的避险措

施，如提高抗灾能力、适应气候变化，但过度的风险

感知会催生恐慌情绪。如果说情形认知可以帮助人

们形成理性行动，那么情绪渲染便可更多用于解释

非理性的行为。正如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
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理论所指出的：“危机

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文化交互作用的方式，会

加强或消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这些行

为也会反过来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34]

首先，恐慌情绪会导致公众出现认知障碍现

象。有研究认为，在公共危机爆发时，人们会天然地

去关注负面信息，而这些负面信息往往容易唤起公

众较为强烈的恐慌情绪。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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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认知系统就易产生认知障碍，最终形成“恐慌情

绪唤起认知障碍”的螺旋[35]，这是后续导致公众个

体非理性或者恐慌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过度恐

慌也会对人们自身造成伤害：灾害发生时使得其思

考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决策和行为失当，如在火灾之

中选择跳楼等危险的逃生方式；灾后易使人们产生

紧张、抑郁等负面情绪。因而，灾后通过信息救济等

对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安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其次，恐慌情绪会导致公众出现观点极化现

象。在公共危机之中，面对复杂的舆论信息，公众在

接受信息时往往会有较为明显的选择偏好，他们会

根据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观来形成认知。同时，受

到情绪渲染和效果暗示的强化影响，公众对事件认

知极易固化。例如，在恐慌情绪的驱动下，公众个体

固化认知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有研究就揭示了公

共危机情境（如疫情）中人们形成的“圈层阻隔”现

象，即通过动态的人际圈层排斥一部分人并用以维

护自身的利益[36]。信息的叠加与交互使得公众个体

行为可能更加极端。同时，恐慌情绪也导致人们易

形成“夸大化偏见”（catastrophe bias）的心理倾向，这

即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流言，如“余震

又来了”“该不会灾害又一次发生了吧”等，这主要

是出于对灾害的恐惧而夸大了灾害的风险性[37]198，

从而使得这些流言类信息更容易被公众接纳和放大。

最后，恐慌心理具有“台风眼效应”，即位于公

共危机中心的公众反而表现出更弱的恐慌情绪反

应。有关汶川地震后的调查研究发现，位于震中区

的居民反而具有较高的心理和谐感，具体包括四个

维度：自我状态、家庭氛围、人际关系、社会态度[38]。

早期有学者在 SARS危机中发现了类似现象，这可

能是因为这些灾民身陷最坏的情况，因而预期将来

不可能更坏，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39]。此外，还有研

究发现，居住于化工厂等风险系数较高地区的公众

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类风险往往视而不见，并未有恐

慌情绪，这是由于地方依恋感等心理机制在不断削

弱这种风险感知等[40]。因而，恐慌情绪有时并不与

灾害发生的物理空间距离成反比。 

三、实践类型

行为模式是决定个体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具

体是指“较高层次上复杂的甚至规约化的或习惯性

的知识结构”[41]。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更

好地明晰公共危机情境下公众个人的典型行为类型

及其行为模式，这是已有相关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

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对公共危机情境下公众个体

应急行为作了不同的分类，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公共危机情境下公众的个体应急行为分类

主体 维度及对应行为

个体认知
理性 感性

避险行为 恐慌行为

社会评价
规范 失范

利他行为 越轨行为

 
由表 1可知，当前，公众个体应急行为可以从个

体认知和社会评价两个方面来进行划分。首先，应

急行为会受个体反应与认知模式的影响而发生变

化。例如，当公共危机发生时，有的公众个体会在理

性的指导下采取有序的避险行动，而有的公众个体

则会在感性（恐惧情绪）的支配下出现恐慌行为。其

次，社会评价是界定公众行为的另一来源。例如，在

公共危机中，有的公众个体会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

利他行动（互助），而有的公众个体会产生违背社会

规范的越轨行为。无论哪种行为，其背后皆需要信

息行为的支撑，因而信息行为会贯穿公共危机的全

过程，是其他应急行为产生的基础[42]。总的来说，公

众在公共危机中会有相应的应对行为或风险规避行

为，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 一 ） 避难行为

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的避难行为是最典型

的行为之一，即在第一时间产生对风险源的远离和

规避行为，如当地震、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

公众的疏散和撤离行为，而在疫情中则是对病毒传

播的防护行为。对疏散避难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

风险感知、人口统计指标、先前的疏散行为、疏散计

划等都是疏散行为的积极预测指标[43]，如之前经历

过洪灾的人在新的洪灾中的避难行为会更加积极，

因为他们更能够评估洪水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令人

意外的是，“公众为何不避难”成为避难行为领域的

一个经典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

在“大难临头”时能够马上做出避难反应的比例一般

较低[37]152。针对这种反常的“行为模式”，认知失调

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当灾害来临对个体认知产生

巨大冲击时，个体往往会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并通过

降低灾害主观发生概率的个体认知来促使认知重回

平衡状态，因而即使遇到公共危机，人们往往也会不

轻易承认这种变化。

此外，公众的避难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指

引，公众依从度直接影响危机应对效果，因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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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从行为或遵从性是避难行为研究中的重要话

题。总的来说，公众的政策遵从会受到认识和态度、

个人利害计算、信息获取、外在监控、公共资源、公

众自身脆弱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公众的知情权得到

保障时，公众便会更加理解公共危机中的政策意图，

进而更加愿意遵从相关避难政策的指示。因此，风

险沟通方式可以显著影响人们是否能体验到自我启

动和意志感，从而促进其行为的遵从性[44]。此外，危

机效能感（对危机应对成效的感知）也是影响公众是

否有意愿遵循指导信息的重要因素，公众越觉得自

己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越容易采取更加积极的避险

行为。 

（ 二 ） 利他行为

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互助、合作、安慰是典型的

利他行为，也称为亲社会行为或志愿行为，它被定义

为增加他人直接福祉的自愿和有意的行为[45]。在灾

害情境中更加团结互助的现象也被学者称为“情境

性利他主义”，这类行为的形成既有个人原因，也有

情境的结构性原因。贝克  •  乌尔里希在《风险社会》

中指出，人在共同的危机下会团结一致，形成一种

“风险型团结”，也即在风险之中互助互惠[46]。这有

其客观需要，当今世界风险多发且不确定性更强，个

体很难单独应对危机，如新冠疫情暴发后，由民间自

发组织的各种社会团体、志愿者进行的物资捐赠、

志愿服务等互助行为。这种利他行为的产生可能是

由于灾难之后公众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增大，而团结

互助能显著降低风险程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

共危机下的志愿失灵问题较为常见。如何理顺机

制，创新公众志愿参与途径亦是与利他行为相关的

重要话题。

具体来说，互助和合作行为的意愿与以下具体

因素相关：其一，危机的紧急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有研究发现，在紧急疏散中，随着疏散紧迫性的

增加，疏散人员之间的合作行为会显著减少。因为

伴随着合作的增加，疏散的效率反而可能会降低，这

显著损害了助人者自身的利益[47]。其二，他人的受

助需求程度会显著影响利他行为倾向，在助人者利

益受损不明显的基础上，个体越容易对更需要帮助

的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倾向。例如，网民对疫情

风险的感知会刺激其捐助意愿[48]。其三，共情能力

对危机情境中利他行为的产生起促进作用。例如，

灾害严重性的提高，通过增加个体对受害者的共情

和降低对个体的控制感来影响个体利他行为的产

生，同时，对灾难受害的恐惧亦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利

他行为[49]。 

（ 三 ） 信息行为

信息行为可被定义为人类为满足自身信息需求

而进行的搜寻、获取、消费、共享等活动[50]。在公

共危机中，公众对于信息的渴求度会空前高涨，但此

时不同渠道的信息会在线上线下流通，且真假混杂，

同时，情绪的极端化和理性的暂时缺失会使得各类

信息得以快速传播，传谣亦是一种典型的行为模

式。具体来说，公众在公共危机中共有跨越平台、渠

道和信息来源的 7种危机信息寻求行为及 17种危机

信息共享行为[51]。基于信息对公共危机应对的重要

作用，信息行为成为一种典型的应急行为，已有研究

专门对应急信息行为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灾害社会

学中的社会信息论便是专门用来解释这种行为的，

其中，社交媒体中介危机传播模型（social-medi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SMCC）正是一种用于分析信息

与行为的交互关系的重要理论。

信息行为易受到以下具体因素的影响：首先，信

息搜寻行为易受到个体特征、个体经历等因素的影

响。有研究表明，老年群体后续的行为更容易被信

息搜寻行为得到的预警内容所影响[52]，公共媒介信

息对人们采取行动的影响力会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增

加[53]。其次，灾害信息的来源也会塑造影响个体的

信息行为。在国内，政府及官媒信任度高于社会媒

介，中央媒介的信任度最高[54]。同时，国外相关研究

表明，公众在收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备灾信息后，会倾

向通过电视这个途径去进一步搜集和确认相关信

息[55]。最后，个体对灾害的风险感知也是影响个体

进行信息搜寻行为的核心心理因素，当个体风险感

知越强烈时，越需要寻找相关信息以弥补这种空缺。 

（ 四 ） 恐慌行为

公共危机通常会表现出对既有秩序的冲击，而

这种冲击将会导致人们生活意义和行动秩序的崩

溃。因而，公众有时出现诸多恐慌行为，这是典型的

应急行为之一[56]，如出现阴谋论信念、道德争论、非

理性囤积、心理失控、过度恐慌、群体性应激反应等

行为或表现 [57]。在《牛津词典》中，恐慌被定义为

“突然无法控制的恐惧或焦虑，经常导致疯狂的不假

思索的行为”[58]。在此定义中，“恐慌”一词基本上

是指突然强烈的恐惧或焦虑感，可以引发某种形式

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反应。

首先，非理性消费行为是恐慌行为的一种。例

如，疫情发生时过度地抢粮囤粮、抢药囤药等。针对

上述行为，有研究表明，疫情会通过增强居民的风险

感知、恐惧感和无聊感，来使其更加从众、盲目地进

行消费，以争夺稀缺资源，与此同时，个体的物质主

第 36 卷 第 6 期 钟　爽等：公共危机中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研究：具体类型、理论解释与形塑框架 •  85  •

 



义倾向和共同居住的人口数也会显著影响这种非理

性消费行为[59]。然而，政府的信息提供行为是可以

对该种行为起到作用的，如有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

开的满意度能够对抢购行为产生抑制效应[60]。其

次，造谣和传谣行为也是恐慌行为的一种。有研究

表明，在发生舆情等公共危机的情境下，公众会做出

一些逆反行为，而这种反常的行为反应有时蕴藏着

复杂的心理机制，如突发公共事件常会导致人们的

控制感暂时下降，而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可以用

来解释个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系列典型心理反

应，人们通过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来寻求和提升

控制感，如阴谋论信念、谣言传播、道德争论、非理

性囤积等[61]。 

（ 五 ） 越轨行为

越轨行为是指在公共危机爆发时，产生的脱离

社会规范，逾越社会共识、法律底线的一种不利于危

机应对的个体行为，这是一种社会失范行为[62]。具

体来说，灾难后的越轨行为可以是抢劫、偷盗、暴

力、反抗等，在灾害社会学研究中，集体行动论便主

要用来分析受灾群众掠夺、反对运动等集体行动[37]7。

这种行动一般是一种“扩大受害行动”，与防灾减灾

行动是截然相反的。在灾难的激化下，部分公众未

必会产生更大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此相反，他们

可能会走向“反社会行为”等非传统行为的一端。例

如：有研究发现，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阶段和紧急

阶段观察到了抢劫等行为，而在恢复阶段则观察到

了欺诈行为[63]；还有研究发现，暴雨、干旱等自然灾

害会对区域内的暴力行为乃至于武装冲突产生影

响，如菲律宾的暴雨降水冲击增加了区域的武装冲

突中的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64]，叙利亚的干旱灾害

及其附属因素（如水源管理不善、水源短缺等）恶化

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并引发暴力冲突[65]。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灾难发生时仍然是亲社会

行为而非越轨行为占主导地位，并认为灾难伴随着

抢劫、社会混乱和异常行为的观念是一种灾难迷

思。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后，媒体过分夸大了抢劫

和无法无天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66]。值得注意的

是，受灾地区犯罪率上升的假设也是关于灾后行为

的一个常见误解，被称为犯罪神话[67]。虽然在灾后

情况下很容易想象抢劫的发生，但是受灾地区的这

种不当行为相当罕见。有学者分别分析了卡特里娜

飓风灾害和日本地震后发现，在公共危机之中，公众

的越轨行为概率并没有像想象中那般急速上升，与

此同时，对灾害时抢劫行为和资源挪用行为的不明

确区分亦是错误估算灾害后犯罪率的重要因素[68]。 

四、形塑框架

加强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与个体行为之间关系

的研究，是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当前面临的重要议

题[14]99-105。此处的框架，是指理解各种行为产生和

联系的结构性图景。就个体行为来说，其产生既有

基于事件本身的偶发性，亦有根植于制度本身的必

然性。因此，将公共危机应对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与

理论视角相联系，以形成整体的框架来分析个体应

急行为的形塑过程。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的行

为模式可以从认知层面、情绪层面、社会层面、物质

层面等多个层面进行考量[37]199。通过梳理和整合现

有文献形成个体应急行为的形塑框架，笔者认为这

其中蕴含着两种影响行为的逻辑：一是在应急行为

形成方面，客观环境与行为主体起始的静态差异是

影响应急行为产生的横向逻辑与因素；二是在应急

行为形成方面，事件演化与行为主体反应的动态发

展变化是影响公众应急行为的产生与演化的纵向逻

辑和因素。应急行为的差异化产生与演化逻辑，如

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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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个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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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急行为的差异化产生与演化逻辑
  

（ 一 ） 横向：行为的产生逻辑

应急行为的差异化产生逻辑源于行为主体与客

观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从静态层面观察行

为产生的诱因和逻辑，是现有研究探讨应急行为的

一种思路。总的来说，这种差异来自行为主体和客

观环境两个方面。

首先，应急行为的差异来自个体差异。有研究

探讨了农村地区农民进行应急疏散行为的影响因

素，认为影响应急实际行为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依

次为应急知觉行为控制、应急主观规范、应急行为

意向和应急素质条件[69]。也有研究认为，安全行为

受到个体的行为知觉控制的影响，这种控制感越高，

其安全行为的倾向就越强[70]。从具体的途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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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途径和情绪路径非常重要。在一项有关洪水的

应对准备行为的研究中，个人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

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公众个体对政府应对

洪水信任越高时，其后果认知评估就越乐观，恐惧情

绪就越弱，这也会削弱其防洪的意图[71]。此外，还有

研究验证了在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居民的个人特

征、危机经验、外部环境等因素皆会对灾害发生初

期的激发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并导致公众在灾害发

生初期和大爆发时期的情绪和行为决策存在显著性

差异，公众个体的负面情绪越强烈，越倾向选择高风

险行为[72]。

其次，应急行为的差异来自客观环境。作为公

共危机情境和具体制度环境的亲历者，不同的客观

环境也会导致个体做出不同的应急行为选择。总的

来说，政府、市场、社会代表着公众所处的具体制度

环境，而公众的应急行为则受到政治权力、经济利

益、社会互动三种社会媒介的影响。因而，有研究认

为，个体的行动能力至少会与政治、经济、社会三种

因素相关联[14]99-105。从社会视角来说，有研究表明，

媒体的报道是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应急准备或合作行

为的。有意思的是，过往这种类似的、综合性的公共

危机情境，在固化效应、标杆效应等的作用下也会被

个体作为当下行为决策的参照系，这种效应被学者

称之为“镜鉴效应”[73]。此外，还有研究聚焦具体因

素，探索大规模灾害后人类的行为与流动性特征，认

为社会关系、灾害强度、破坏程度、政府指定的避难

所、新闻报道、人口流量等皆是影响其应急行为的

重要客观环境因素[74]。 

（ 二 ） 纵向：行为的演化逻辑

行为演化的逻辑在于纵向的动态变化。所谓纵

向，是指有时间先后顺序或者动作前后衔接的逻辑。

在理解行为演化的逻辑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事

件演进和行为主体反应（即个体自身反应）两个方面。

首先，事件演进是行为变化的主导因素。有研

究认为，公共危机中公众的应急行为产生链条是“事

件刺激—应急意识—应急行为”[22]19-31，这显示出事

件本身所形成的情境对行为演化的推进和刺激作

用。有研究以公共危机后社会秩序的演化为切入

点，阐明了政府与公众等主体在不同社会秩序下行

为与选择的不稳定性[75]38-46；也有研究以疫情为研究

对象，阐述了疫情应对的不同阶段公众的行为模式，

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具体的行为模式做好相应的重点

工作，以提高危机应对效率[76]。在公共危机事件发

展的不同阶段，公众的应急行为往往会有不同的表

现，因而情境是洞悉应急行为的主要理论视角之一。

其次，个体自身反应过程是行为演化的另一原

因。个体应对的过程即是行为不断演化的过程。应

对的概念起源于心理学中的心理防御和应激，是指

个体凭借认知和行为努力适应特定压力源的过程。

有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发现，公众应对行为生成经历，

大致经过了“事件情境暴露—事件信息感知—风险

心理评估—应对行为生成”的过程[77]。但这种适应

是持续的、动态化的过程，有研究指出，个体的不同

心理时期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即公众心理状态和

情绪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了其行为差别，如急性应激

阶段较少求助他人，而在慢性应激期则表现出更多

的求助行为等[78]。然而，个体反应过程也并非自我

决定的，其他个体的行为也会成为相互影响和作用

的因素。例如，在多主体动态非线性的交互过程中

呈现出社会系统复杂的群体性“涌现”现象，即涌现

出群体行为。有研究在刻画不同社会群体的状态、

行为及演化规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群体行为演化的

模型并据此进行了计算实验，得出了有效进行社会

舆情治理以促使社会个体采取正确行为，并引导社

会群体行为向正行为演化，从而使疫情得到更好控

制等的结论[26]。 

（ 三 ） 联系：行为的干预逻辑

应急行为的产生和演化逻辑是行为干预的基

础，其中，个体差异、环境差异是行为产生的原因，事

件发展、个体反应是行为演化的原因。具体来说，针

对上述四个方面，目前学界主要有四种应急行为的

干预方式，根据这些干预方式，政府可以引导公众产

生更加良好的应急行为，从而提高公共危机应对的

应急效能。公共危机情境下应急行为的形塑框架，

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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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危机情境下应急行为的形塑框架
 

第一，信息提供。信息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

交流的载体，信息的供给会影响公众行为演化的过

程，促使公众选择更有利于备灾的应急行为。应急

信息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过程中，事件爆发、发展

的状态和后果的呈现，主体认知、行为表现、行动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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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等方面的表征[79]。对居民个人而言，其应急过程

中所需的信息分别是平常期的启蒙教育信息，警戒

期的预警报、灾害因信息，发灾期的避难劝告、行动

指示、受害情况速报，恢复期的生活信息，以及政府

应对灾害的信息[37]163。因而，有学者认为，应急信息

是公共危机应对情境下多主体之间互动的纽带，并

提倡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应注重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它对公众的风险防范行为和疫情防控效度产生了重

要影响[75]38-46。在整个应急过程中，政府以信息传递

为媒介，在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推进应急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与民众之间

出现了灾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导致社会力量未能

被激活。这也从反面表明，信息交流不到位导致了

公众行动上的缺位。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说，通过

政府社交媒体发布的有关危机的最新消息和政府对

事件的处理的信息，对公民的参与行为产生了积极

影响[80]。还有研究认为，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侧重干

预措施、教育和培训，是促进公众健康行为的良好方

式[81]。而在洪涝灾害中，课堂教育、宣传海报和专

业指导对促进儿童洪灾风险认知以及形成更好的避

险行为，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82]。

第二，物资供给。客观备灾环境中资源的多寡

会显著影响公众的行为，如在社区备足充分的消防

器材，那么公众的避险行为可能就不只有逃跑这一

个选项，而是能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

场地内的灭火工具将火情控制住。同时，在公共危

机之中，食物、药品等供给也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心理

和行为，抢粮囤粮等行为便是基于公众对物资可能

不充分的心理预期导致的。应急物资的提供是影响

公众应急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灾后的应急物资分

配需要考虑受灾者异质性的心理和行为，将其视为

一种社会经济成本，以做到效率最大化。基于此，为

了在灾前、灾中、灾后促进公众形成更加良好的应

急行为，那么灾害物资的供给和高效分配便不可或

缺，这也是应急管理实践提升的着力点之一[83]。

第三，信任建构。在应对不确定和不可控的未

来时，无论事件如何发展，信任都是应对复杂社会环

境的一种简化策略，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

素。政府信任（或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众与政府

的关系中，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公众仍然相信政府的

意图或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靠性，从而对政府抱

有可信赖型的正面期望状态，而信任对公众是否接

受政府的行为指导具有关键作用。有研究表明，更

积极的组织−公众关系会促进公众更加遵循疾控部

门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行为指导[84]。从实践上来

说，负面事件的发生会导致“社会秩序或关系的破

坏”[85]，即负面事件会使公众个体对政府与公众双

方的相对地位以及管理关系的公约规范产生质疑，

导致社会不平衡的产生，但通过一系列行为可以恢

复这种平衡。例如，有研究认为，通过道歉、承诺、

补偿等手段可以减弱公众个体层面的情绪反应，通

过群际接触可以降低公众群体层面的负性情绪，总

之，上述手段有助于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86]。

第四，行为引导。行为引导能够通过传统的强

制政策和现代的柔性政策缩小公众个体的应急行为

差异。一是通过行为科学的视角引导公众的应急行

为是最直接且成本较低的干预方式[12]25-34。其中，最

主要的方式是助推和助力。Thaler和 Sunstein用助

推指代不采取强制性或带有明显激励性的方式，借

助助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从而实

现公共政策的目标[87]。在助推策略中，无论是运用

社会规范，还是设置默认选项，都能有效引导个体应

急行为的产生，如基于损失框架的默认选项设置能

够提升个体灾后避难的意愿[88]。同时，社会规范也

是重要的影响途径，有研究发现，从众的两个维度即

个人认知和模仿他人是网络传谣的影响要素，以此

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治理传谣行为[89]。二是传统政

策手段也需要并行实施，通过完善相关的补贴政策，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反相关规章制度的行

为的惩罚力度均可有效规避不良行为。例如，在公

共卫生危机发生期间出现的随意流动、恶意传播病

毒等行为。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对公共危机中的个体行为的研究，已有了

较为深厚的积累，并呈现出政治学、管理学、社会

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

交叉的特征。公众主要是指公共危机和制度环境中

的亲历者，对外界情境的变化适应、对危机情形的个

体认知、对影响情绪变化的风险感知等是促成其自

身行为的理论视角来源，由此便会产生避难行为、利

他行为、信息行为、恐慌行为、越轨行为等应急行

为。笔者尝试从个体认知和社会评价两个维度提出

公众应急行为的初步分类标准。基于此，研究者们

探讨了公共危机中公众个体行为的形塑框架：有研

究着眼于静态的行为产生逻辑，从主观和客观两个

方面归纳导致不同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有研究从动

态的行为演变视角切入，通过事件演变和主体反应

的先后次序来梳理行为的变化过程；还有研究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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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行为干预为目标，聚焦信息提供、物资供给、信任

建构、行为引导四个维度，这是应急行为的塑造路径。

然而，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从公

共危机来看，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中公众的行为模

式应有所不同，但是目前研究对具体公共危机中的

行为规律缺乏类型学方面的探索。不同突发事件中

个体行为可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如在生产事故

和社会安全事件中，聚集于追责的信息行为甚至舆

论现象更可能出现，而在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

中，公众更容易产生避险行动或互助行为等，事件类

型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公众归因认知与行为方面的变

化，如果不对其进行横向比较与对话归纳，各类事件

的应急行为研究将是割裂的、分散的。其次，从研究

对象来看，现有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公众行为之间

的互动的研究，大多缺少整合性的视角，多主体的行

为研究互动性和对话性不足。但从实践来看，这两

者是紧密相连的，个体维度上公众与官员的应急行

为模式是相互作用的，如邻避等公共危机中公众行

为逻辑也常常体现着其对官员行动的预测与理解。

最后，从学科视角来看，对公共危机中紧急应对行为

的研究可以借助多个学科的视角，但现有研究碎片

化严重，不同学科视角的融合度欠缺，导致结论的解

释力不足、预测性不够稳定。

基于此，笔者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如下展望：首

先，对未来公共危机中的应急行为的研究，需注重突

发事件的类型区别以及事件发生的场景、地域等的

不同，以澄清行为产生的边界条件。同时，对具体行

为进行类型学或光谱式的划分，在明确研究对象的

基础上形成研究之间的对话和合力，这样可以有效

避免研究选题的重复和堆砌以及研究价值边际效应

的递减。其次，未来的研究还需注重不同主体之间

的行为产生与演化关系，以刻画行为的互动性、动态

性、变化性，以便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应急行为的

科学规律。最后，应该加强学科视角的融合。一是

要积极借鉴心理学视角，重视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挖掘，以识别更为深层的逻辑；二是要灵活利用计算

机科学模拟仿真等工具，以弥补公共危机真实场景

一手资料获取困难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促使研究

突破场景的桎梏。总的来说，个体应急行为在未来

公共危机应对中将更受重视，如新冠疫情应对中的

居家隔离、戴口罩、打疫苗等行为都引起了实务界

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为它切实关乎每个

个体的福祉，也关乎集体的利益。在理解应急行为

的基础上，公共危机的应对才能事半功倍。此外，在

多学科的理论与工具的介入下，应急行为方面的研

究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产出并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团结型”危机是指公共危机和灾害的产生是外在的，而受灾群体

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类似社会暴动等这类内在价值分化的

公共危机则不在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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